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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Meta-Analysis)· 

祸福相依：自恋型领导对下属效能双面效应的元分析* 

苏  涛  曾浩文  钟晓琳  马文聪  陈修德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520) 

摘  要  颇具争议的自恋型领导的效用尚未形成共识。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对 67 篇文献的 73 项独

立实证研究(总样本 N = 30493)进行元分析, 探讨并验证自恋型领导是否、何时、如何“祸福相依”。研究显

示 : (1)虽然自恋型领导的整体影响效果是负向的, 但却具有双面效应, 即该领导方式会增加下属的压力, 抑

制其工作态度、行为和绩效, 但却会促进其创新。(2)行业类型、组织属性、员工类别、员工学历和测量工具

具有调节作用。即自恋型领导对于制造业(vs.服务业)、营利性组织(vs.非营利性组织)、非知识型员工(vs.知识

型员工)以及低学历员工的危害更大, 且使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vs.NPI-16 量表)测量自恋型领导时, 

其负面影响更强。(3)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应分别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负面效应)、创新自我效能感(正面效应)

稳定地实现。研究为扬长避短地发挥自恋型领导效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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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企业中不断涌现出具有自恋人格的领导

者, 学者们逐渐将研究目光转向自恋在领导力中

所发挥的作用。自恋型领导(narcissistic leadership)

是指领导者的行为主要受极端自私的个人需求和

观念驱动而不是受他们所领导的组织机构的利益

驱动(Rosenthal & Pitinsky, 2006), 黄筱立和李璐

(2014)认为自恋型领导包括魅力、利己主义、欺骗

动机和知识抑制这 4 个关键特质。当前自恋型领

导在国内外管理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涌现 , 比如 , 

作为自恋型领导的典型代表 , 被人们称为“硅谷

钢铁侠”的埃隆·马斯克(刘鑫, 张梦怡, 2019), 以

“拯救人类”的伟大愿景和极强的感召力, 赢得志

同道合的追随者, 这些忠实的追随者为企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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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财富。但与此同时, 马斯克的自恋言论也

导致企业高管频频离职。在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

中, 格力电器董事长、总裁董明珠是自恋型人格

的典型代表(曹洲涛 等, 2019), 凭借自恋型的领

导风格, 她在格力电器发展初期成功带领其在空

调行业中站稳脚跟, 成为龙头老大。然而, 在格力

电器进入稳定发展的成熟期后, 由于董明珠自恋

人格的影响(偏好高风险和固执己见), 致使格力

多元化业务发展受到阻碍。可见, 自恋型领导的

效用褒贬不一, 其双面效应有待厘清。 

既有研究对自恋型领导的效用存在负面、正

面以及双面性的不同意见, 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一种观点表明自恋型领导以负面效应为主。比如

Rosenthal 和 Pitinsky (2006)认为, 自恋型领导将

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 以自私的个人需

求和观念为主。此外, 自恋型领导者更容易作茧

自缚(Rhodewalt et al., 2006)、在重大危机时的决

策有危害(Post, 1993), 其过度自信和冒险常常导

致组织业绩降低(Campbell et al., 2004)。社会交换

理论常用于探讨自恋型领导的负面效应。按照该

理论, 在互惠原则下, 领导的行为会影响员工的

行为选择(Cropanzano & Marie, 2005)。但自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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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互动并非基于互惠原则, 这种

领导风格往往伴随着对员工的资源掠夺和心理损

害, 从而破坏了双方关系中的互惠性。这种失衡

的权力动态和资源分配, 最终导致下属产生一系

列负面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自恋型领导存在正

面效应。例如, Laird 等人(2009)认为具备自恋特质

的领导者对于自身能力不仅持有自信态度, 还能

够进行更高水平的自我推测及判断, 且具备良好

的自我洞察能力。调节定向理论常用于探讨自恋

型领导的正面效应, 该理论认为个体在寻找目标

的自我调节过程中, 会根据不同需求表现出不同

的自我调节定向, 发展需求会带来个体促进定向, 

主要关注正面结果。自恋型领导的魅力特质以及

冒险精神等, 能够让员工更偏向于采取促进定向

的自我调节方式, 喜欢冒险, 展现出更积极的行

为 (Higgins & Cornwell, 2016; Neubert et al., 

2016)。随着研究深入, 少数学者提出了第三种观

点: 自恋型领导存在双面效应。如 Kraft (2022)就

发现具有自恋特质的领导者对于企业来说是“福

祸相依”的存在 , 其具有的双面效应以独特的方

式影响企业绩效。尽管目前关于自恋型领导正、

负效应的研究主要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和社会交换

理论, 但这两种理论存在相悖关系, 前者侧重个

体内在动机 , 后者侧重个体外在社会交换关系 , 

很难共同解释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应。然而, 社

会交换关系和个体内在动机都可以被视为资源的

不同表现形式, 可以用资源加以涵盖, 所以资源

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可以

将这两种理论进行整合, 并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

自恋型领导“祸福相依”。资源保存理论强调个体

具有获取、保存和保护资源的倾向, 个体一方面

会利用现有的资源保护自我和免受资源损失, 另

一方面又会积极地建构和维护资源以应对可能出

现的资源损失(Hobfoll et al., 2018)。由于该理论内

涵包括两方面的倾向 , 尤其适用于解释双面效

应。基于该理论, 自恋型领导的负面特质倾向于

剥夺下属资源 , 增加下属工作方面的资源难获

性。领导者的资源不断囤积, 而下属资源不断缺

失, 导致其产生资源失衡感。下属为了维护自身

资源而采取防御性行为, 进而引发消极情绪影响

相关工作效能。但自恋型领导本身又存在富有魅

力的一面 , 能够吸引追随者 , 掌握更多的资源 , 

并且其对于宏远愿景的塑造以及对于成功的偏执, 

传递给下属积极的心理资源 , 最终产生积极效

应。综上所述, 当前对于自恋型领导的效能暂未

形成共识, 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的具体分布亟待

厘清, 其双面效应的机理更有待探明。 

自恋型领导对下属效能是否、何时、如何“祸

福相依”仍存在如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1)自

恋型领导是否真的祸福相依？如前文所述, 已经

从理论上表明自恋型领导存在双面效应的可能性, 

同时相关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 如 Burger 等

人(2023)发现自恋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在公司的早期阶段, 创始人的许多任务都可以从

自恋倾向中获益, 但在公司的后期阶段, 自恋会

带来压倒性的负面影响。张兰霞等人(2017)也认为

自恋型领导具备双面特质, 对于员工的心理授权

与组织公民行为具有双面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

成果比较分散, 尚需进行比较全面且系统的阶段

性总结, 自恋型领导是否真的“祸福相依”仍需进

一步证实, 双面效应的具体分布也暂未可知。另

外, 自恋型领导对于下属各工作效能指标影响的

强弱差异并未厘清, 当前已知自恋型领导对于下

属诸多工作效能具有负面影响, 但对于下属不同

工作效能的影响孰强孰弱暂未可知。(2)自恋型领

导何时祸福相依？自恋型领导效能发挥的边界条

件有待综合探究。如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

异, 西方文化追求自由和个性, 而东方文化更强

调“内敛”和集体主义精神, 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

对于自恋的容忍度可能会存在差异; 制造业与服

务业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侧重点各不相同, 可能

会对自恋型领导的效用产生影响; 营利性组织与

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制度、工作安排、福利待遇

等存在较大差异; 知识型与非知识型员工在个人

特质、心理需求、个人资源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在应对自恋型领导时的能力可能存在差别; 既有

实 证 研 究 对 于 自 恋 型 领 导 的 测 量 大 多 采 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和 NPI-16 量表, 不

同的量表在开发逻辑、信效度水平等方面均存在

差异, 这两种不同量表会导致何种影响差异目前

仍不得而知; 同时, 不同性别、年龄和学历的员工

在心态、认知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均存在差异, 

自恋型领导对其影响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上述因

素均会对自恋型领导发挥效用产生影响, 但这些

影响效应至今仍未被厘清。(3)自恋型领导如何祸

福相依？关于自恋型领导对下属效能产生双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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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稳定过程机制暂未可知。虽现已有实证研究

探讨自恋型领导影响下属效能的过程机制(陈璐 

等, 2018; Den et al., 2020), 但其大多聚焦于单个

效应, 即自恋型领导的负面效应或正面效应, 且

这些过程机制都比较零散。同时, 虽然这些过程

机制在个别独立的实证研究中显著成立, 但其是

否在元分析研究中也显著成立暂无直接证据, 自

恋型领导产生双面效应的稳定中介机制有待探

明。自恋型领导较容易影响下属心理资源, 且既

有关于自恋型领导的实证研究大量关注其在心理

资源层面对于下属效能的影响(张兰霞 等, 2017; 

Zhang et al., 2018), 可见从心理资源的角度较适

合解释自恋型领导的效用。鉴于此, 本研究选择

资源保存理论(全文用 COR 指代该理论)作为理论

依据来阐释自恋型领导在心理层面的作用机制 , 

同时, 从心理资源层面（比如, 认知、内在动机等

视角）探讨自恋型领导祸福相依可能的过程机制。 

鉴于此, 本研究将围绕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

应, 从 COR 理论出发, 对既有的 73 项实证研究进

行元分析, 以期实现以下推进和创新: (1)系统厘

清自恋型领导祸福相依的具体影响, 获得阶段性

结论, 寻找其存在双面效应的强证据链。探讨自

恋型领导对下属工作态度、职场行为、工作绩效、

工作压力以及创新这 5 类效能及其具体指标的差

异化影响, 寻找其影响作用的“一致规律”。(2)确

定自恋型领导祸福相依发生的边界条件。检验文

化背景、行业类型、组织属性、员工类别、测量

工具、员工性别、年龄和学历 8 个潜在因素的调

节作用, 从而较为完整地阐释自恋型领导对下属

效能双面效应的边界机理。(3)探究自恋型领导祸

福相依发生的内在机制, 打开自恋型领导产生双

面效应的过程“黑箱”。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变量定义 

自恋的研究起源于心理学, 常与马基雅维利

主义、精神病并称黑暗三人格(廖建桥 等, 2016)。

当自恋研究跳出心理学与领导力研究相联系, 便

出现了关于自恋型领导的研究, 并且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在界定自恋型领导概念时, 主要采用特

质观和行为观这两种研究视角, 特质观强调个人

人格特点, 行为观强调个人行为, 但对于具体采

取哪种研究视角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研究

所采用的数据分析文献多数使用 Hochwarter 等人

(2012)的测量量表 , 该量表基于人格特质观 , 并

且是该领域比较主流的量表, 本研究因而也从特

质观的视角出发 , 同时结合黄攸立和李璐(2014)

的研究来界定自恋型领导。该研究系统整合了以

往研究对于自恋型领导内涵的探讨, 较为完整地

解释了自恋型领导的外在特征, 并且该内涵包括

了自恋型领导正负两方面特质, 适用于解释其双

面效应, 此外也有诸多研究引用了该定义(李铭泽 

等, 2020; 张海涛 等, 2021), 所以本研究将自恋

型领导的内涵综合解释为以下 4 点: (1)魅力, 自

恋型领导在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方面有着超越常

人的熟练和经验、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前瞻性

的规划, 同时注重塑造有魅力的外表。(2)利己主

义, 自恋型领导经常以自我为中心, 确保自身的

优越感, 将成功归功于自身, 失败归咎于他人。(3)

欺骗动机, 自恋型领导以追求权力与赞美为行为

动机, 因此需要追随者的奉承与讨好, 并对身边

的献媚者表现出虚假关心。(4)抑制他人, 自恋型

领导无法忍受关注焦点不是自己, 自身权威受到

威胁时会对下属进行情绪打压和智力抑制。 

本研究探讨自恋型领导对下属效能的影响 , 

首先, 遵循元分析方法归纳的逻辑, 研究纳入下

属工作态度、职场行为、工作压力、工作绩效、

创新这 5 个结果变量来评估下属的工作效能; 其

次, 参考既有相关工具书(陈晓萍 等, 2018), “在

元分析中, 将意思相近的变量归为一个大类, 进

而分析两个含义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将

使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的预测效度更高(Harrison 

et al., 2006)”。本元分析也采用此模块式操作, 将

比较零散的结果变量归为一类, 如将知识共享行

为、沉默行为以及组织公民行为归纳为职场行为; 

最后, 通过多维度的下属效能, 从内而外多方位

地探讨自恋型领导对于下属效能的影响。这 5 类

效能指标包含了 9 个具体指标, 其中包括: (1)工

作态度: 工作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工作相关因素

的满意度, 这个满意度包括了身、心两个方面, 关

系到总体心理状况(Hoppock, 1935)。离职倾向是

指人们在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负面情绪时, 潜

意识里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想法 , 产生一种“退

却”的心理(Porter & Steers, 1973)。组织犬儒主义

可以被定义为“以消极态度应对组织”, 主要表现

为三个方面: 对组织持不信任态度、认为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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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的形象、相对应也会对所在组织进行贬损和

批判(Dean et al., 1998)。(2)职场行为: 知识共享行

为是知识拥有者与知识需求之间的互动, 知识拥

有者承担知识传递任务, 知识需求者则吸收利用

这些知识(Ardichvili et al., 2003)。员工沉默行为即

员工在组织工作及环境出现问题时隐瞒个人观

点、信息、意见等。组织公民行为指处在组织中

的个体所做出的维持和改善组织的心理和社会环

境并有益于工作绩效、组织整体效能的行为, 这

些行为不属于个人正式工作要求, 也不纳入组织正

式绩效薪酬体系中(Porter & Steers, 1973)。(3)工作

压力: 在环境的作用下, 个人能力及所掌握的资

源无法应对环境要求, 从而威胁到生活、工作、

心理的协调性以及完整性, 这种不良交互作用就

会产生压力症状。(4)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包括行

为、能力和结果, 是个人、组织和团队在特定情

况下所接受的工作的完成度, 这是一个直接体现

了目标实现程度的概念(Woodruffe, 1993), 是衡

量下属最重要的指标之一。(5)创新: 指员工在组

织中提出的新想法或运用新技术的行为, 包括新

思想的提出和引进, 以及创新实践相关的综合性

行动(West & Anderson, 1996)。此外, 通过归纳、

筛选再结合其理论可行性, 本研究从心理资源层

面探讨了自恋型领导产生双面效应的过程机制 , 

中介变量包括: (1)心理安全感: 属于员工的一种

心理认知, 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在工作中能够自

由表达, 即使参与有风险的行动, 也不需要担心

自身行为对形象、地位、事业产生负面影响或受

到惩罚(Kahn, 1990)。(2)创新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

能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否利用现有知识与技能完成

某项工作任务的自信程度(Bandura, 1977), 创新

自我效能感则是自我效能感在创新方面的体现。 

2.2  理论基础 

资 源 保 存 理 论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很好地解释了组织中个体面对损害

和压力时对资源的处理方式。该理论认为, 个体

有保持、培育和保护其重要资源的倾向, 以及努

力获得新资源的动机, 会利用机会创造资源盈余

以抵御未来可能面临的资源损失(Hobfoll, 2001)。

其基本原则是以资源保护为主要, 以获取资源为

次要(Hobfoll et al., 2018)。基于此, 该理论能够很

好地解释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应。首先, 自恋型

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源, 根

据自恋型领导的负面特质可知, 其极致的利己主

义、欺骗动机以及抑制他人行为, 都会对下属资

源造成损害。基于 COR 理论, 下属自身资源受到

威胁与损失, 自然会产生防御等行为保护自己的

资源, 因此下属在面对自恋型领导负面特质的行

为时, 会采取行动维护自身资源, 减少自身利益

损失, 表现为消极的工作态度和职场行为, 甚至

伤害工作绩效。然而, 自恋型领导同时又具有魅

力的特质, 该特质可以帮助自恋型领导对下属工

作效能产生积极影响。如 Maccoby (2004)认为自

恋型领导者是具有勇敢、自信和人格魅力特质的

有远见者, 这些正面特质能够吸引追随者。从资

源传递的角度, 自恋型领导的魅力特质表现为善

于人际交往和具有前瞻性规划, 这能够传递给下

属鼓舞和激励等心理资源, Hobfoll 等人(2018)认

为资源的输入对个体实现资源补充和防止资源损

失非常重要, 所以领导者的魅力特质对于下属心

理资源的补充和传递, 能够让下属有十足的信心

和坚定的信念去探索未知领域, 促进创新(李铭泽 

等, 2020)。最后, 既有研究大多采用 COR 理论来

解释自恋型领导对下属工作效能的影响 , 比如

Huang 等(2020)关于自恋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

影响的研究, 以及 Wang 等(2022)关于自恋型领导

对员工工作嵌入影响的研究, 均运用了 COR 理

论。综上所述 , 基于理论匹配性 , 本研究借助

COR 理论来进行假设推演和结果解释。 

2.3  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应 

2.3.1  自恋型领导的负面效应 

(1)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态度 

自恋型领导作为一种黑暗领导类型, 其负面

特质可能会对员工的工作态度产生消极的影响。

由其内涵可知, 自恋型领导在工作场所和生活中

通常表现出利己主义倾向、欺骗动机和抑制他人

等个体特征, 比如, 其表现出的利己主义倾向会

将组织的利益归功于自己, 对员工的利益造成重

大损害; 欺骗动机会使得自恋型领导身边需要献

媚者, 促使员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迎合自恋型领

导的想法。根据 COR 理论, 自恋型领导这些负面

特质导致员工的工作资源下降以及资源输入和输

出之间的不平衡等问题, 并且大大增加员工获取

新资源的难度, 这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甚

至会导致他们对组织的不满与愤恨, 最终员工会

选择减少工作嵌入甚至离开组织, 以保护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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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免受损失(Wang, 2022)。 

首先, 自恋型领导以自我为中心, 在自身权

威受到威胁时会漠视下属甚至情绪打压(廖建桥 

等, 2016), 这些行为贬低了员工的努力。其在与下

属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贬低行为, 以及对下属

关注需求的忽视, 均可被视为对下属心理资源的

损害。员工的努力工作不但没有获得相应的关注

和赞赏, 反而受到领导的打压和贬低, 这种资源

剥夺感会导致下属感受到强烈的不公, 从而使其

工作满意度降低。 

其次, 根据先前的研究, 当领导者在工作场

所的自恋行为增加时, 下属员工缺乏承诺、缺乏

动机、员工的行为和态度恶化以及所有权缺失也

会被放大(Sabir et al., 2020)。自恋型领导对下属需

求和价值的漠视, 对下属缺乏承诺等导致的诚信

缺失, 容易让下属对领导产生不信任、失望愤恨

等组织犬儒主义情绪。 

最后, 自恋型领导为了确保自身的优越感会

表现出对员工的排他敌意行为(廖建桥 等, 2016), 

这种不良的管理行为往往导致下属对领导的不满

和不信任, 从而降低了下属对领导的认同感。自

恋型领导对下属的敌意以及下属对自恋型领导的

低认同感不仅造成双方不信任的人际关系, 也容

易营造一种缺乏公平的工作氛围, 由此可能会引

起下属的不满, 当不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下属

会出现较高的离职倾向。 

相较于员工的离职倾向, 自恋型领导对员工

的组织犬儒主义影响更为直接。自恋型领导的负

面特质, 导致员工应有的资源被剥夺, 随之下属

对组织这种不公平环境最先产生的会是不信任及

愤恨等消极情绪。离职倾向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 

它是在积累了足够的失望和愤恨情绪后才得以萌生。 

由此提出假设:  

H1: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态度显著负相关。 

H1a: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满意度(积极工

作态度)显著负相关, 与组织犬儒主义和离职倾向

(消极工作态度)显著正相关。 

H1b: 相比于离职倾向 , 自恋型领导与组织

犬儒主义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2)自恋型领导与下属职场行为 

根据 COR 理论, 个人资源的输入和输出不平

衡通常会导致工作场所的负面行为 (Hobfoll, 

2011)。由于自恋型领导要确保自身的优越感以及

要求关注焦点聚焦于自己, “枪打出头鸟”效应在

员工身上有更为显著的体现。COR 理论以资源保

护为首要, 资源获取为次要(Hobfoll et al., 2018)。

在压力威胁情境中, 个体倾向于首先采取防御措

施保存资源 , 以避免资源的进一步损失(Hobfoll, 

2011)。员工为了维持自身资源, 避免自身现有资

源遭受损失, 会倾向于采取退缩或防御性行为远

离压力源, 从而选择顺从领导的意愿, 隐藏自身

的锋芒, 因此也放弃了许多在组织中的主动行为

机会、知识共享机会, 以沉默来保全自身。 

首先, 当自恋型领导在自身权威受到威胁时, 

他们会对下属进行漠视、情绪打压, 下属在受到

这些不恰当的管理行为后会变得自私冷漠, 以消

极态度应对工作来报复领导(张兰霞 等, 2017)。

处在这种不良环境下, 下属更是缺乏主动性去付

出 努 力 来 帮 助 他 人 和 做 有 益 于 组 织 的 事 情

(Howard, 2019), 从而抑制了组织公民行为。 

其次, 知识共享行为是知识所有者的自愿行

为, 由于自恋型领导对功劳的剥夺, 导致这种知

识共享行为不能得到积极的资源回报, 就会使得

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愿性降低, 组织内部缺乏交流

与沟通, 形成较差的组织交流氛围, 进而减少员

工的知识共享行为。 

最后, 尽管从客观上讲, 员工提出问题和建

议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 , 

这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成本 ,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精力、情感资源(马贵梅 等, 2014), 尤其在自

恋型领导的管理下, 下属的积极建言可能会被误

解为挑战领导权威。自恋型领导带来的焦虑情绪

弱化了员工的自主动机, 他们可能变得保守, 不

愿因提出有利于组织创新和变革的促进性建言而

承担风险(陈璐 等, 2021)。结合 COR 理论, 下属

不会冒着资源损失的危险“发声”, 反而会采取沉

默行为来缓解这种压力。 

而相对于组织公民行为, 自恋型领导对知识

共享行为的影响更强。因为知识本来就属于一种

资源, 而自恋型领导的利己主义容易导致这种资

源被剥夺, 使员工不愿进行知识共享行为。而组

织公民行为是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在意识到知识

等资源会被损害后才会采取防御性行为, 从而降

低主动性。另外基于 COR 理论, 员工选择不共享

知识是对自身资源的一种维护, 而员工选择不做

出组织公民行为是因为考虑到资源获取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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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 理论以保护为首要, 获取为次要(Hobfoll et al., 

2018), 因此自恋型领导对于下属知识共享行为的

影响更大。 

由此提出假设:  

H2: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职场行为显著负相关。 

H2a: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组织公民行为和知

识共享行为(积极职场行为)显著负相关, 与沉默

行为(消极职场行为)显著正相关。 

H2b: 相比于组织公民行为 , 自恋型领导与

知识共享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3)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意味着一系列生理、心理和行为反

应过程, 这些过程解释了个人面对压力时对工作

行为的损害和威胁。基于 COR 理论, 对于个人来

说, 资源越有价值, 他们想要获得资源就越有挑

战性, 对于资源损失也就越敏感。因此, 个人保护

自身资源的意识强于他们获得冗余资源的意识。

当面对资源的损失时, 个人往往会首先采取行动

来抑制资源的持续损失。Howard 等人(2019)认为

由于缺乏领导者的帮助, 自恋的领导者可能会抑

制员工的知识共享 , 使得员工难以实现资源“增

值”, 难以及时完成工作, 从而增加员工的工作压

力。自恋型的领导者常常以高标准要求员工, 员

工只能投入大量资源来完成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计

划, 再加上自恋型领导者对其资源的损害, 这更

加加剧了员工资源的损失, 最终导致员工没有足

够的资源来处理工作任务。当员工面临工作困难

时, 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无法应对, 导致工作压力

增加(廖建桥 等, 2016)。此外, 自恋型领导者的权

威受到威胁时, 往往会漠视和打压下属, 最终给

下属造成很大的工作压力。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H3: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压力显著正相关。 

(4)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 

根据 COR 理论, 员工的工作需要付出相应的

资源, 当资源支持无法应对工作要求, 员工就会

萌生资源失衡感, 也会让员工感到应有资源被掠

夺, 从而消极怠工(Yao et al., 2019)。自恋型领导

的负面特质所导致的不良管理行为容易引发领导

者与员工之间的资源失衡, 首先, 自恋型领导具

备的利己主义特质对下属过分苛责和索取, 无视

员工利益 , 甚至会为了自身利益窃取员工成果 , 

掠夺下属工作资源(廖建桥 等, 2016)。其次, 自恋

型领导为了自身处于关注焦点, 极度重视自身的

优越感和权威, 从而贬低下属, 推卸失败的责任

给下属(黄攸立, 李璐, 2014), 使下属工作资源可

能随时被剥夺。最后, 自恋型领导所做出的不良

管理行为破坏上下级之间的互惠关系, 阻碍下属

工作资源的获取, 让其感知到领导无法提供足够

的资源和支持。由此可见, 自恋型的领导者缺乏

对下属资源的支持, 当下属意识到资源的匮乏时, 

就会产生一种资源的不平衡感, 从而对工作产生

负面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工作绩效。基于以上分

析,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显著负相关。 

2.3.2  自恋型领导的正面效应 

员工创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领导风

格和领导人的特征(Norouzinik et al., 2022)。按照

COR 理论视角 , 首先 , 从资源的传递出发 , 

Rosenthal 等人(2006)发现自恋者常常是极具冒险

精神、富有智慧的领导者, 并表现出十足的魅力, 

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技能。正因为自恋型领导的

这种冒险精神让其不惧困难, 以十足的信心去探

索未知的领域, 也正是这种心理资源的传递增强

了员工攻坚克难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自恋型领

导具有远见卓识, 热衷于能够带来惊喜的非常规

行为(Maccoby, 2004), 而创新又是属于具有风险

性的一种投资, 创新离不开偏执, 自恋型领导对

创新的偏执也推动着员工坚持创新。其次, 从资

源获取性来说, 自恋型领导善于将焦点聚集自身, 

因此能够更好地整合各种资源、获得公司或者集

团高层领导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会给团队、部门

或者企业带来更快的提升, 给知识型下属带来发

展的机会、提供较好的工作和创新环境。个体会

为了积极地建构资源而采取积极行为(张娇娇, 罗

文豪, 2022), 因此, 自恋型领导管理下的下属通

过心理资源的获取以及创新环境的提升触发其创

新。另外, 自恋型领导的魅力特质让其具有很强

的印象管理功能 , 乐于展现其富有魅力的外表 , 

具有自我重要性的宏伟意识、较高的信心和魅力, 

从而吸引追随者。此外, 自恋型领导创造和展示

的宏伟愿景和创新策略吸引着创新人才, 也激励

着他们去达到这个愿景。最后, 从下属评价和感

知视角看, 自恋型领导的独特吸引力以及对于组

织和环境多方面的改善,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下属

的创新意愿(杜佳婧, 李敏, 2018), 创新意愿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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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又促进了整体的创新绩效。综上所述, 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设:  

H5: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创新显著正相关。 

2.4  潜在因素的调节作用 

2.4.1  情境调节因素 

(1)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共同的

历史体验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形成的意识系统 , 

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也会有所不同, 从而领导风格产生的影响也不

尽相同(张建平 等, 2020)。东西方国家的文化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 而这些文化的差异也影响着员

工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作为典型的东方

国家, 具有高权力距离和高集体主义的特征(包艳, 

廖建桥, 2019),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组织情境

中, 高权力距离导向价值观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

用。在倡导“上尊下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强调了

对领导权威的尊重与服从, 因而对员工的工作效

能具有更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西方文化, 其更

注重自由以及个人主义, 对领导也比较缺乏人情

关系上的羁绊 , 员工更注重去保护自身的权益 , 

能够去寻求制度、法律等方式进行维权。另外, 对

待自恋, 东西方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东方更

注重谦卑 , 过分张扬和夸大与传统文化有所冲

突。而西方文化中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 更鼓励

个人在组织中积极表达自我从而脱颖而出, 对自

恋型领导的接受度比较高。基于此, 本研究认为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员工对自恋型领导的应对不

同, 并且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盛行, 相比于东方

文化的集体主义, 其对自恋型领导更具有包容度, 

也会觉得自恋型领导更具有个人魅力。 

H6: 文化背景能够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总

效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且相比于西方文化背景, 

该关系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更强。 

(2)行业类型 

资本密集程度会调节组织政策与组织绩效的

关系 , 而资本密集程度与行业类型密切关联

(Guthrie & Datta, 2008)。本研究将样本行业分为

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样划分的依据在于: 首先, 根

据样本数据的分布特征, 样本中的行业主要分为

这两类且均满足元分析效应值数量要求 ; 其次 , 

在诸多元分析研究中(鲁迪, 缪小明, 2018; Barari 

et al., 2021)均将行业划分为这两个类别 ; 最后 , 

通过梳理纳入本元分析的实证研究发现, 既有实

证研究的样本特征基本均能根据该标准进行对应

分类。如 Weaver 和 Yancey (2010)研究的研究样本

为“中西部一个中型城镇制造业公司的员工”, 将

其样本行业划分为制造业, 如 Ghislieri 等(2019)

的研究样本为“在意大利西北部不同城镇两家医

院工作的 602 名护士”, 故将其样本行业划分为服

务业。制造业是按照市场要求, 把生产资源转化

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大型工具、工业品与生

活消费产品的行业。服务业主要提供服务性产品, 

包括信息、物流运输、咨询、教育、文化等行业。

自恋型领导在不同行业对员工所发挥的效能有所

不同, 在制造业中, 对于生产需要具有稳妥的规

划, 对质量的把控也比较严格, 自恋型领导的冒

险精神及非常规的投资可能不利于生产, 从而导

致供需断裂。而在服务行业, 强调了“顾客至上”

的观念, 自恋型领导的欺骗、利己主义等负面特

质可能给予员工一个不好的榜样, 同时该行业员

工多与人打交道, 对于自恋型领导所表现的利己

主义、欺骗他人等行为更加敏感, 产生的负面影

响会更强 , 进而可能对服务行业带来更大的伤

害。由此可见, 在不同行业中, 自恋型领导所发挥

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H7: 行业类型能够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总

效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且相比于制造业, 该关

系在服务业中更强。 

(3)组织属性 

组织属性也被检验是领导发挥效能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陈春花 等, 2016)。本研究

将组织样本归类为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两

种属性。非营利性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 且该组

织的员工通常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薪酬, 

就算自恋型领导在非营利性组织中造成一定破坏, 

对于员工的影响也较小, 组织的承受能力也比较

强。而营利性组织以营利为目的, 即具有较强经

济目标导向性 (Leete, 2000), 该类型组织中员工

的收入相对不稳定, 工作也无法完全保障, 自恋

型领导产生的破坏性行为, 会伤害企业甚至影响

企业营利 , 收益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处境 , 

所以自恋型领导对于营利性组织存在更大的伤

害。另外, 营利性组织员工的自主性更强, 组织的

纪律相对没那么严明, 流动性也较强, 随之对领

导的依赖性也相对较弱, 在遭遇自恋型领导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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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待遇时, 更容易引起消极的态度和行为, 即

负面影响更显著。由此可见, 在不同的组织类型

中 , 员工应对自恋型领导的自主性等有所不同 , 

自恋型领导所发挥的效用也具有差异性。 

H8: 组织属性能够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总

效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且相比于非营利性组织, 

该关系在营利性组织中更强。 

(4)员工类别 

本研究依据员工的知识类别, 将样本中的组

织员工分成非知识型员工与知识型员工。非知识

型员工包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员工、酒店等服务

行业的一线职员、农民工等。而知识型员工指的

是工作中需要对知识和信息进行处理的员工, 比

如高新技术、医疗制药、互联网、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等领域的职员。不同类别的员工对于工作

需求以及职业发展价值观也有所不同, 因此其对

领导风格的感知和反应态度会存在差异。根据

COR 理论, 与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或组织相比, 那

些资源缺乏的个体或组织在资源损失情境中更脆

弱, 获得资源增长的能力更弱(陈璐 等, 2021)。相

对于非知识型员工, 知识型员工自身所拥有的资

源更多, 在面临自恋型领导的资源剥夺行为时更

具抗压能力。而非知识型员工由于其资源的相对

缺乏 , 使其在自恋型领导不良管理下的资源剥夺

中遭受更多的伤害, 随之对其工作效能也产生影

响。另外, 相较于非知识型员工, 知识型员工具有更

好的资源管理能力, 能够更清楚怎么去规避领导侵

犯自身资源的风险, 为自己维权。由此提出假设:  

H9: 员工类别能够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总

效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 且相比于知识型员工 , 

该关系在非知识型员工中更强。 

(5)测量工具 

按照自恋型领导测量工具的差异, 将本研究

不同实证研究样本划分为使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和使用 NPI-16 量表的研究。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是指由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开发的六题项量表(Hochwarter & 

Thompson, 2012) ; NPI-16 量表指由 Ames 等人基

于 NPI-40 测量量表修改的自恋型领导 16 题项测

量量表(Ames et al., 2006)。这两种量表在开发逻

辑、施测样本、信效度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另

外,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是从员工的角度

测量领导的自恋水平, 而 NPI-16 量表是从领导自

身角度测量自恋水平, 两种量表之间存在的差异, 

可能会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 NPI-16 量表包括 16 个题

项 , 对于自恋型领导的评估可能更加全面和可

靠。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0: 测量工具能够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

总 效 能 之 间 的 负 相 关 关 系 , 且 相 比 于 使 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 该关系在使用 NPI-16

量表时更强。 

2.4.2  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调节因素 

此外, 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否会对自恋

型领导的效能产生影响值得关注。已有研究指出

个体随着年龄增加不仅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工作经

验 , 而且会在冲动性和风险决策上产生变化

(Henninger et al., 2010)。根据个体的生命周期, 不

同年龄个体在每个阶段所拥有的资源及所追求的

需求不同, 因此不同年龄的员工在组织内对工作

的态度、投入程度以及行为可能也存在差异

(Goštautaitė & Bučiūnienė, 2015)。年轻人工作经验

较少, 对于外界事物会更加敏感, 年长者随着思

想成熟与阅历增加, 不仅会减少注意冲动、行为

冲动以及非计划性等冲动性表现, 而且会倾向于

做出风险规避性行为, 在思虑周全后再做出行为

决策(喻婧 等, 2019; Rolison et al., 2012)。基于此, 

自恋型领导可能会对不同年龄的员工产生差异化

影响, 但员工年龄是否真的会对自恋型领导效能

产生调节作用, 以及影响的强弱差异暂未可知。 

另已有研究指出个体在压力应对策略和攻击

行为倾向方面存在性别差异 (Eagly & Steffen, 

1986)。当个体面对压力或冲突情境时, 男性倾向

于选择攻击性应对策略, 而女性则更倾向于选择

回避和亲社会应对策略, 尽量与外界保持相对和

谐的关系 (张炼 , 张进辅 , 2003; Rose & Asher, 

1999)。因此, 不同性别的员工在面对自恋型领导

的伤害和打压时 , 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 

现已有研究发现在自恋型领导者中存在性别差异

(Kraft, 2022), 但员工性别对于自恋型领导的效能

是否会产生显著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还没有直接

证据。 

员工学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知识

水平, 学历越高的员工所掌握的知识会更多, 且

会接受更多的教育, 学历不同的员工, 其认知、价

值观以及自身资源等均存在差异。教育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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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量越大, 自身具备的资源相对更多, 视野就

更加开阔, 因而处理信息与决策的能力就越强(苏

涛 等, 2021)。但自恋型领导对于不同学历的员工

是否会产生不同影响 , 此前研究还未有直接证

据。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Q1: 人口统计学特征(员工年龄、性别以及学

历)在自恋型领导与其影响结果之间是否发挥显

著调节作用？自恋型领导的效能对于不同年龄、

性别以及学历员工的作用强度有何不同？ 

2.5  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的过程机理——心理安

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 

首先从数据上看, 通过文献梳理和归纳, 在

现有研究关于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效能关系的中介

变量中, 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两个变

量的数量居多且满足全模型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数据要求。其次从理论上看, 本研究基于 COR 理

论, 而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都是心理层

面的变量, 均与个体心理资源密切相关, COR 理

论为解释它们在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效能关系中的

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最后从研

究视角上看, 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虽然

同属于心理资源的范畴, 但它们分别代表了心理

认知和内在动机两个不同的维度, 因此可以从认

知和动机两个不同的视角, 深入探讨自恋型领导

对下属效能产生双面效应的内在机制。所以本研

究选取了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恋

型领导影响下属效能的中介变量。  

从认知的角度出发, 心理安全感强调的是个

体对自己能够展现和表达自我而不用害怕消极后

果的信念 (Kahn, 1990), 突出了个体认知的重要

性。心理安全感可表现为一种受环境影响的心理

状态, 环境可对安全感的建立产生重大影响(马丽, 

王姜硕, 2024)。当个体感知到环境因素是支持性

和积极的 , 他们就会发展出较高的心理安全感 ; 

相反, 如果感知到负面或威胁性的因素, 心理安

全感就会降低。通过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影响个体

判断, 进而促使其调整自身行为。心理安全感能

够促进员工更好地工作  (包括更多的工作参与) 

并产生积极的行为结果(Agarwal & Farndale, 2017)。

自恋型的领导者表现出的贬低和自我导向的领导

风格不太可能给员工创造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 , 

从而会阻碍员工心理安全感的建立。基于 COR 理

论, 自恋型领导的利己主义、善于欺骗和抑制他

人, 这些负面特质都会严重损害下属资源, 导致

下属资源缺失, 员工感知到威胁和损失, 从而降低

其心理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 下属可能会因为缺

乏心理安全感而采取防御性策略, 如减少工作投入

和积极性, 进而影响其工作效能, Brown 和 Leigh 

(1996)的研究也表明员工较低的心理安全感会负

向影响其工作态度和绩效。综上所述, 自恋型领

导通过削弱下属心理认知水平而产生负面效应。 

但另一方面 , 自恋型领导所具备的魅力特

质、冒险精神以及对于宏远愿景的塑造, 在一定

程度上传递给下属积极的心理资源, 基于 COR 理

论, 资源的补充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完成相关工

作(Hobfoll et al., 2018), 进而提升员工的自我效

能感, 因为自我效能感也是一种心理资源, 其本

质是一种内在动机(Hughes et al., 2018)。另外, 自

恋型领导者的这些正面特质正是创新所需要的品

质, 所以其可以极大促进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而关于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关系间的实证

研究对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基本已达成共识

(Gong et al., 2009), 如曹洲涛等人(2019)研究发现

创新自我效能感可以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 张海

涛等人(2021)也发现建设型自恋型领导通过影响

员工的创新创业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员工的创新

创业行为。所以, 自恋型领导的魅力特质给予下

属积极的心理资源, 这种激励促进了员工的创新

自我效能感,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正向影响了

员工的创新, 即自恋型领导通过促进下属内在动

机而产生正面效应。此外, 现有实证文献也证实

了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自恋型领导作

用于下属效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综

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1a: 员工心理安全感中介了自恋型领导与

下属效能之间的关系, 且自恋型领导通过员工心

理安全感负向影响下属的工作态度、行为和绩效。 

H11b: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中介了自恋型领

导与下属效能之间的关系, 且自恋型领导通过员

工创新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下属创新。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照 Lipsey 和 Wilson (2001)的元分析

操作程序, 包括如下步骤:  

3.1  文献搜索和筛选 

以下为本研究文献搜集方法: (1)将 Web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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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Google Scholar、CNKI 等作为检索数据

库, 下载主题、摘要或者关键词为“自恋型领导” 

“自恋领导” “领导自恋” “自恋 CEO” “CEO 自恋” 

“自恋管理者” “TS =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OR 

narcissistic leader OR leader narcissism OR 

narcissistic CEO OR CEO narcissism OR manager 

narcissism OR narcissistic employer)”的文献, 文

献检索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2)检索 Academy of 

Management、《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

《管理评论》等重要期刊; (3)通过邮箱联系作者

得到已完成但未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然后, 结

合本次研究方向及元分析检验的规范, 筛选可用

文献, 本研究采用了以下标准: (1)学科限制在管

理学、领导学等几个领域; (2)研究聚焦于自恋型

领导与下属工作效能的关系; (3)文献中须包括元

分析所需的关键数据, 如 r、p、β 等及相应的样本

量; (4)删除文献综述、案例等非实证研究。按照

这些标准, 将不符合条件的文献剔除研究。最后, 

本研究一共整理出 67 篇中英文文献(中文文献 25

篇、英文文献 42 篇), 包括 73 个独立实证研究、

30493 个样本, 合计 84 个效应值, 其中关于下属

工作态度、职场行为、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创

新的文献分别为 22、32、8、13、7 篇, 文献搜索

和筛选过程如图 1。 

 

 
 

图 1  文献搜索与筛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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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编码 

在对数据编码过程中 , 需要熟读文献资料 , 

抓取重要信息。数据编码虽然简单易操作, 但由

于信息繁杂, 工作量繁重, 并且调节变量方面的

划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可能会有误差。因此, 在

正式编码之前, 本研究制定了编码手册。为了保

证编码的准确性, 分别由两位组织管理方向的学

者单独编码, 要求认真阅读文献, 对文献信息提

取与归类, 形成编码表。文献编码最重要的信息

是研究的描述项和效应值的统计项, 前者不仅包

括刊物、题名等基本信息, 还包括核心变量、研

究对象等特征信息; 后者则包括以 r 为中心的统

计数据。一个独立实证研究为一个编码单位, 若

一个研究中多个效应值来自不同的样本总体, 则

对这多个效应值进行多次编码。结果变量部分 , 

将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和组织犬儒主义归类为

工作态度, 由于离职倾向和组织犬儒主义属于消

极的工作态度, 编码为工作态度时需对其反向编

码。将知识共享行为、沉默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归类为职场行为 , 同样对沉默行为进行反向编

码。此外, 本研究根据这些实证研究的样本信息

提取出了 2 个可能的中介变量以及 8 个潜在的调

节因素, 中介变量包括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

能感, 调节变量包括文化背景、行业类型、组织

属性、员工类别、测量工具、员工性别、员工年

龄以及员工学历, 最后进行编码。 

首次编码完成后进行交叉核对, 一致率达到

88.93%。不一致内容主要由编码失误和主观判断

差异所致, 两位编码者分别通过勘正错误和讨论

达成共识的方式处理这些不一致的编码内容。 

3.3  元分析过程 

本研究借助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CMA) 3.0 和 Mplus 8.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检

验, CMA 3.0 软件主要用于主效应分析和调节效

应分析, 在使用 CMA 3.0 之前, 先对编码的数据

进行预处理。为了降低由于量表不一致带来的测

量误差, 通过信度系数对效应值的测量误差进行

了修正, 对于有些研究中个别变量信度缺失的情

况, 先回归原文查看是否报告了信度, 如未报告, 

则由采用同一量表的其他研究样本加权信度来代

替(王佳燕 等, 2022), 若无同一量表, 则用其他

研究的样本加权信度均值代替缺失的信度, 随后

将样本数据和修正后的相关系数录入 CMA 3.0 软

件中。此外, 本研究遵循了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 (Viswesvaran & Ones, 1995)的操作程序, 

并利用 Mplus 8.0 进行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中

介检验。数据处理过程主要包括发表偏倚分析、

同质性检验、主效应检验、中介作用检验和调节

效应检验。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出版偏倚分析 

本研究收集有关自恋型领导的中外文献并进

行统计分析, 后通过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对相

应文献进行定量检测出版偏倚问题, 失安全系数

的判断临界值是 5k+10, 当失安全系数小于 5k+10

时, 说明可能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差问题; 反之, 失

安全系数越大, 说明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越小(张建平 

等, 2020; Orwin, 1983)。如表 1 所示, 对自恋型领

导与影响结果的对应关系进行出版偏倚分析, 得

到的失安全系数均满足远大于临界值 5k+10, 表

明研究所选文献出现出版偏倚的风险较小。 

 
表 1  出版偏倚分析结果 

自恋型领导 Fail-safe N 5k+10 
需找到的未出

版研究数量

工作态度 909 120 41 

①工作满意度 375 45 53 

②离职倾向 197 40 33 

③组织犬儒主义 798 55 89 

职场行为 915 180 51 

①知识共享行为 393 40 65 

②沉默行为 1431 100 80 

③组织公民行为 123 60 12 

工作绩效 446 75 34 

创新 816 45 116 

工作压力 276 50 34 

注: Fail-safe N 为失安全系数; k 为效应值数量。 

 

4.2  同质性检验与主效应分析 

同质性检验是一种数据分析的程序 , 它将

收集到的研究数据的结果进行汇总和统计 , 以

检验其合理性。在元分析中, 为避免抽取的样本

效值均来源于同一整体 , 一般采用两种量化方

法: 同质性检验 Q 统计量和效应值真实差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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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变异的比例 I2。在 p 值显著的情况下, 且满

足 Q > k − 1 和 I2 > 0.75, 那么该实证研究的样本

是异质的,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 反之, 若不满

足以上两个条件,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同质性

检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除了组织公民行为、工

作压力的 I²值分别为 35.63、62.53, 均小于 75%, 

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其余均满足条件, 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 

由表 2 的结果可知, rge、rwa、rwb、ri、rjp、rwp
1

分别为−0.23、−0.34、−0.24、0.41、0.23、−0.21, 且

点估计的结果均达到显著性水平(95%的置信区间

不包含 0, 下同), 即自恋型领导对下属效能整体

为负面影响, 但具体来看, 其对下属的工作态度、

职场行为、工作绩效这三类影响结果有负向影响, 

对下属工作压力和创新则有正向影响, 故假设 H1、

H2、H3、H4、H5 均得到支持。具体而言: ①在工作

态度方面, rws、rtt、roc 分别为−0.24、0.28、0.46, 点

估计结果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即自恋型领导对下

属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 对下属离职倾向和

组织犬儒主义具有正向影响。其中 roc = 0.46 > rtt = 

0.28 (Qbt = 27.12, df(Q) = 1), 且差异均达到显著

性水平(p < 0.05, 下同), 故假设 H1a 和 H1b 得到

支持。②在职场行为方面, 除了组织公民行为采

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 , 其余均为随机效应模型 , 

rksb、rsb、rocb 分别为−0.36、0.25、−0.17, 点估计

结果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即自恋型领导对下属知

识共享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对下

属沉默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rksb| = 0.36 > |rocb| 

= 0.17 (Qbt = 15.94, df(Q) = 1), 且差异均达到显著

性水平, 故假设 H2a 和 H2b 得到支持。③在 5 类

影响结果的 9 个具体指标中, 自恋型领导对于下

属创新(ri = 0.41)、组织犬儒主义(roc = 0.46)、知识

共享行为(rksb = −0.36)具备较大的影响(按照社会

科学研究的经验值标准, 当 |r| ≥ 0.40 时, 变量

之间为强相关关系; 当 0.25 ≤  |r| ≤  0.40 时 , 

变量之间为中等强度相关关系; 当|r| ≤ 0.25 时, 

变量之间为弱相关关系)。 

                     

1rge、rwa、rwb、rjp、rwp、ri、rws、roc、rtt、rksb、rsb、rocb 分

别指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总效能、工作态度、职场行为、工

作压力、工作绩效、创新、工作满意度、组织犬儒主义、

离职倾向、知识共享行为、沉默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元

分析效应值。 

4.3  情境因素调节分析 

由于缺少相关数据, 无法将调节变量在自恋

型领导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个不同类别中进行

比较分析, 所以只进行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总效能

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 3 所示, 本研究选择

了 5 个情境调节变量来检验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

作效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分别为: 文化背景、

行业类型、组织属性、员工类别和测量工具, 得

到的结果如下: (1)文化背景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

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p > 

0.05), 假设 H6 不成立。(2)行业类型在自恋型领

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Q = 

7.75, p < 0.05), 且|rmi| = |−0.25| > |rsi| = |−0.19|2, 

说明相比于服务业, 自恋型领导在制造业中的负

向影响更强。因此, 假设 H7 部分成立。(3)组织属

性对自恋型领导和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Q = 16.25, p < 0.05), 且|rfpo| = 

|−0.16|>|rnpo| = |−0.10|, 表明相比于非营利性组织, 

自恋型领导在营利性组织中对下属工作结果具有

更强的负向影响。因此, 假设 H8 成立。(4)员工类

别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Q = 7.72, p < 0.05), 且 |rkw| = 

|−0.19|<|rnkw| = |−0.25|, 说明相比于知识型员工 , 

自恋型领导对非知识型员工具有更强的负向影

响。因此, 假设 H9 成立。(5)测量工具对自恋型领

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Q = 17.63, p < 0.05), 且|rht| = |−0.25|>|rnpi| = 

|−0.19|, 说明相比于 NPI-16 量表, 使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测量时自恋型领导的负面影响

更强。因此, 假设 H10 部分成立。 

综上所述, 除了文化背景, 行业类型、组织属

性、员工类别及测量工具都能够显著调节自恋型

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即假设 H6 不 

                     

2re、rw 分别指文化背景影响下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对自恋

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效能关系的元分析效应值; rsi、rmi 分别指

行业类型分类下服务业和制造业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

效能关系的元分析效应值; rfpo、rnpo 分别指组织属性分类下

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效能

关系的元分析效应值; rkw、rnkw 分别指员工类别分类下知识

型员工和非知识型员工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效能关系

的元分析效应值。rht、rnpi分别指测量工具分类下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和 NPI-16 量表对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

效能关系的元分析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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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质性检验和主效应分析结果 

自恋型领导效能 k N 模型 

同质性检验 主效应分析 

Q df(Q) p I² τ2 SE SD Tau
点估计和 95% CI 双尾检验 

r 下限 上限 Z p 

下属总效能 84 30493 R 1818.35 83 0.000 95.44 0.058 0.011 0.000 0.24 −0.23 −0.28 −0.17 −8.43 0.000

工作态度 22 10167 R 457.35 21 0.000 95.41 0.046 0.017 0.000 0.22 −0.34 −0.42 −0.26 −7.59 0.000

①工作满意度 7 4344 R 59.16 6 0.000 89.86 0.015 0.010 0.000 0.12 −0.24 −0.32 −0.14 −4.92 0.000

②离职倾向 6 1874 R 33.66 5 0.000 85.14 0.020 0.016 0.000 0.14 0.28 0.16 0.39 4.54 0.000

③组织犬儒主义 9 3949 R 280.42 8 0.000 97.15 0.083 0.049 0.002 0.29 0.46 0.29 0.59 5.04 0.000

职场行为 34 13145 R 237.95 33 0.000 86.13 0.021 0.007 0.000 0.14 −0.24 −0.29 −0.19 −9.23 0.000

①知识共享行为 6 2696 R 73.31 5 0.000 93.18 0.039 0.031 0.001 0.20 −0.36 −0.49 −0.21 −4.42 0.000

②沉默行为 18 5493 R 133.57 17 0.000 87.27 0.023 0.010 0.000 0.15 0.25 0.18 0.32 6.54 0.000

③组织公民行为 10 2384 F 13.98 9 0.123 35.63 0.002 0.003 0.000 0.05 −0.17 −0.21 −0.13 −8.22 0.000

工作绩效 13 4116 R 141.95 12 0.000 91.55 0.035 0.017 0.000 0.19 −0.21 −0.31 −0.11 −3.94 0.000

工作压力 8 3065 F 18.68 7 0.009 62.53 0.005 0.005 0.000 0.07 0.23 0.20 0.26 12.93 0.000

创新 7 2572 R 68.21 6 0.000 91.20 0.029 0.019 0.000 0.17 0.41 0.29 0.51 6.41 0.000

注: k 为效应值数量; N 为独立样本数量; R、F 分别指随机、固定效应模型; Q 为同质性检验统计量; df(Q)是自由度; I2 为效应

值的真实差异占据观察变异的比例; τ2 为研究间变异可用于权重计算的比例; SE 为标准误; SD 为标准差; Z 为双尾检验的统

计值。下同。 

 

表 3  情境因素调节分析结果 

调节因素 模型 
同质性检验 划分 

类别 
k N 

点估计和 95% CI 双尾检验 

Q 组间 df(Q) p r 下限 上限 Z p 

文化背景 

(宏观) 
F 0.60 1 0.439 

西方 26 7438 −0.20 −0.24 −0.15 −8.97 0.000

东方 41 12574 −0.21 −0.31 0.12 −4.35 0.000

行业类型 

(中观) 
R 7.75 1 0.005 

制造业 7 2366 −0.25 −0.35 −0.16 −4.92 0.000

服务业 30 11935 −0.19 −0.27 −0.09 −3.95 0.000

组织属性 

(中观) 
R 16.25 1 0.000 

营利性 64 22693 −0.16 −0.17 −0.15 −23.94 0.000

非营利性 11 5531 −0.10 −0.13 −0.07 −6.78 0.002

员工类别 

(微观) 
R 7.72 1 0.005 

知识型 38 14531 −0.19 −0.28 −0.11 −4.50 0.000

非知识型 5 2130 −0.25 −0.34 −0.14 −4.67 0.000

测量工具 R 17.63 1 0.000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
29 7500 −0.25 −0.36 −0.13 −4.03 0.000

NPI-16 量表 12 5362 −0.19 −0.26 −0.11 −4.89 0.000

 
成立, 假设 H7、H10 部分成立, 假设 H8、H9 均

可成立。假设 H6 不成立说明文化背景不能显著

调节自恋型领导对于下属工作效能的影响, 可能

是因为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 个人主

义色彩也逐渐被国内所接受, 导致文化背景的影

响逐渐减小; 假设 H7 部分成立说明自恋型领导

对于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强于服务业, 这可能是由

于相比于服务业这种员工自主权相对较高的行业, 

自恋型领导对于制造业这种高纪律性、高重复性

行业的负面影响更大; 假设 H10 部分成立说明使

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时自恋型领导的

负 面 影 响 更 强 , 可 能 是 因 为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是员工测评领导, 这种他评方式更

具客观性和准确性。 

4.4  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调节分析 

由表 4 可知, 本研究还检验了员工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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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调节效应 

变量 k N coefficient SD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p 

年龄 27 10185 −0.0067 0.0044 −0.015 0.002 0.124 

性别 70 25121 −0.0019 0.0015 −0.005 0.001 0.186 

学历 34 14638 −0.0036 0.0013 −0.006 −0.001 0.006 

 

别以及学历三个人口统计学特征调节变量对自恋

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

平均年龄、女性占比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作

为预测变量进行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1)员工

年龄对于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p = 0.124 > 0.05, 95%的置

信区间包括 0); (2)员工性别对于自恋型领导与下

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p = 

0.186 > 0.05, 95%的置信区间包括 0); (3)员工学历

对于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p = 0.006 < 0.05, 95%的置信区

间 不 包 括 0), 且 为 负 相 关 关 系 (coefficient = 

−0.0036), 说明高学历可以削弱自恋型领导的负

面影响, 自恋型领导对于低学历员工的负面影响

更强。 
4.5  中介作用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取向的元分

析(Meta-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进行分析。MASEM 估计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通过多变量元分析方法获得联合相关

矩阵(pooled correlation matrix)。第二阶段, 将联

合相关矩阵输入到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中介模

型。本研究将检验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的中介作

用。 

本研究检验员工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

感在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效能各指标变量间可能存

在的中介效应, 采用元分析得到相关矩阵与样本

量(见表 5), 其中各元分析效应值分别来自于其他

文献以及本研究计算。再将联合相关系数矩阵导

入 Mplus8.0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以纳入元分析各

样本的调和平均数(N = 2436)作为判断理论模型

与实际模型拟合程度的样本量 (Viswesvaran & 

Ones, 1995)。 

图 2 是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结果, 

检验了自恋型领导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

我效能感影响下属效能的中介模型, 模型拟合指

标: RMSEA = 0.85, SRMR = 0.09, CFI = 0.49。由

路径系数图可知, 自恋型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心理

安全感且显著(β = −0.43, p < 0.001), 员工心理安

全感与其工作满意度(β = 0.47, p < 0.001)、知识共

享行为(β = 0.40, p < 0.001)以及工作绩效(β = 0.33, 

p < 0.001)正相关, 与其创新(β = −0.01, p > 0.05) 
 

表 5  双面效应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自恋型领导 心理安全感 创新自我效能感 工作满意度 知识共享行为 工作绩效 创新

自恋型领导 1       

心理安全感 −0.43 
(k = 3, N = 709) 

1      

创新自我 

效能感 

0.35 
(k = 4, N = 1197) 

0.39 
(k = 8, N = 2946)

1     

工作满意度 −0.24 
(k = 7, N = 4344) 

0.53a 

(k = 20, N = 8245)
0.33 

(k = 6, N = 2315)
1    

知识共 

享行为 

−0.36 
(k = 6, N = 2696) 

0.52a 

(k = 19, N = 3427)
0.46 

(k = 13, N = 3728)
0.35c 

(k = 6, N = 4972)
1   

工作绩效 −0.21 
(k = 13, N = 4116) 

0.43a 

(k = 18, N = 4061)
0.39 

(k = 8, N = 2456)
0.20d 

(k = 101, N = 19494)
0.67f 

(k = 5, N = 1189) 
1  

创新 0.41 
(k = 7, N = 2572) 

0.13a 

(k = 10, N = 4567)
0.35b 

(k = 68, N = 19973)
0.21e 

(k = 5, N = 762) 
0.51f 

(k = 12, N = 4312) 
0.55g 

(k = 28, N = 7660) 

1 

注: a Frazier, Fainshmidt, Klinger, Pezeshkan, & Vracheva (2017); b Liu, Jiang, Shalley, Keem & Zhou, J. (2016); c Kooij, Jansen, 

Dikkers, & Lange (2010); d Bowling, Khazon, Meyer, & Burrus (2015); e Lanaj, Chang, & Johnson (2012); f Lim & Ok (2021); g 

Harari, Reaves, & Viswesvaran (2016); 未标记的相关系数、独立样本数和总样本量由本研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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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径系数图 
注: ***表示 p < 0.001 

 

负相关。自恋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自我效能

感且显著(β = 0.35, p < 0.001),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

感与其工作满意度(β = 0.15, p < 0.001)、知识共享

行为(β = 0.30, p < 0.001)、工作绩效(β = 0.26, p < 

0.001)以及创新(β = 0.35, p < 0.001)正相关。 

根据表 6 所示的结果, 在自恋型领导对下属

效能影响机制的研究中,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可以

观察到, 自恋型领导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对下属

工作绩效(β = −0.14, p < 0.05, 95%的置信区间不

包括 0, 下同)、知识共享行为(β = −0.17, p < 0.05)

和工作满意度(β = −0.20, p < 0.05)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而对下属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β = 0.00, 

p > 0.05)。此外, 自恋型领导通过员工创新自我效

能感对下属的工作绩效(β = 0.09, p < 0.05)、知识

共享行为(β = 0.10, p < 0.05)、工作满意度(β = 0.05, 

p < 0.05)以及创新(β = 0.12, p < 0.05)产生了积极

影响。综合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 自恋型领

导对下属的工作绩效(β = −0.05, p < 0.05)、知识共

享行为(β = −0.07, p < 0.05)和工作满意度(β = 

−0.15, p < 0.05)具有负面效应, 同时促进了下属

创新(β = 0.13, p < 0.05)。这表明自恋型领导通过

认知(心理安全感)和动机(创新自我效能感)两种

不同的作用路径, 分别产生了负面和正面的双面

效应。具体而言, 自恋型领导通过削弱员工的心

理安全感产生负面效应, 同时通过增强员工创新

自我效能感产生正面效应。因此, 研究假设 H11a

和假设 H11b 得到了支持。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学者对自恋型领导的研究, 

聚焦于下属个体研究层次, 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

的整理与分析, 对其进行了检验和总结, 得出如

下阶段性结论: (1)自恋型领导具有双面效应。具

体表现为这种领导方式对下属工作态度、行为、

绩效具有负向作用, 同时会增加下属的工作压力, 

但对下属创新具有正向作用。(2)自恋型领导较容

易伤害下属的知识共享行为, 导致他们产生组织

犬儒主义 ,  但其对下属创新的影响效应尤为突

出。(3)行业类型、组织属性、员工类别、员工学

历及测量工具调节了自恋型领导影响下属工作效

能的过程, 该领导方式对于制造业企业中非知识

型的低学历员工的危害尤为突出。此外, 自恋型

领导的效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没有显著差异。(4)

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应分别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

和创新自我效能感稳定地实现, 即自恋型领导通

过员工心理安全感发挥负面效应, 通过员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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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间接效应估计 

 路径 β SE Z P Bootstrap95% CI 

Indirect Effect 

认知视角 

IND1:NL-PS-JP −0.14 0.010 −13.84  < 0.001 [−0.16, −0.12] 

IND2:NL-PS-KSB −0.17 0.011 −16.30  < 0.001 [−0.19, −0.15] 

IND3:NL-PS-JS −0.20 0.012 −17.34  < 0.001 [−0.23, −0.18] 

IND4:NL-PS-IN 0.00 0.009 0.37 0.710 [−0.01, 0.02] 

动机视角 

IND5:NL-CSE-JP 0.09 0.008 11.00  < 0.001 [0.08, 0.11] 

IND6:NL-CSE-KSB 0.10 0.008 12.53  < 0.001 [0.09, 0.12] 

IND7:NL-CSE-JS 0.05 0.007 7.26  < 0.001 [0.04, 0.07] 

IND8:NL-CSE-IN 0.12 0.010 12.55  < 0.001 [0.10, 0.14] 

Total Indirect Effect 

  TOTALIND1:NL-JP −0.05 0.016 −3.08  < 0.01 [−0.08, −0.02] 

  TOTALIND2:NL-KSB −0.07 0.017 −4.01  < 0.001 [−0.10, −0.03] 

  TOTALIND3:NL-JS −0.15 0.016 −9.51  < 0.001 [−0.18, −0.12] 

  TOTALIND4:NL-IN 0.13 0.015 8.47  < 0.001 [0.10, 0.16] 

注: β 为中介效应效应值; p 为显著性水平; SE 为标准误; Z 为双尾检验的统计值; 95% CI 表示 β 的 95%的置信区间。NL-自恋

型领导; PS-心理安全感; CSE-创新自我效能感; JP-工作绩效; KSB-知识共享行为; JS-工作满意度; IN-创新。 

 

自我效能感发挥正面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5.1  自恋型领导对下属效能的主效应 

自恋型领导是否真的祸福相依？本研究表明

自恋型领导具有双面效应, 表现在该领导方式会

抑制下属工作态度、行为和绩效, 增加其工作压力, 

但对下属的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具体如下: (1)在工作

态度方面 , 由于自恋型领导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 

没有很好地看待员工对工作的需求与反馈, 不利

于员工对领导认同感的构建 , 从而导致消极怠

工。另外由于自恋型领导的利己主义特质, 特别

看重自身的利益, 且其对于员工具有较低的同理

心, 使其对于剥夺员工利益的行为并不感到羞耻

(廖建桥 等, 2016)。自恋型领导强烈的虚荣心会

使其将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自己(阮文宇, 付

景涛, 2022), 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下属。当下属感

知到自身的资源付出与资源获取不平衡时, 其对

自恋型领导的认同感会下降, 从而表现出一系列

消极的工作态度(张兰霞 等, 2017)。(2)在职场行

为方面表现了下属出于对资源的保护而做出了一

系列防御性行为。由于自恋型领导极力强调自身

为焦点中心的地位, 导致一旦下属表现过好甚至

锋芒盖过了领导的权威, 自恋型领导会出于嫉妒

对员工进行情绪打压和智力抑制。另外, 自恋型

领导以自我为中心, 常常自视甚高, 那么下属的

“逆耳忠言”往往会被误解为挑战领导权威, 随之

换来的是领导者的针对。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往

往会采取防御性的职场行为来保全自身。(3)在下

属的工作绩效方面 , 自恋型领导以自我为中心 , 

对下属的工作需求和价值没有一个很重视的态度, 

导致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缺乏资源支持, 无法用充

足的资源和信息去解决问题, 最终导致绩效的产

出不理想。再者, 由于员工付出努力的绩效并不

能得到自恋型领导的赏识和资源激励, 这种资源

的不平衡性容易导致下属不再愿为绩效的提升付

出努力。(4)在下属工作压力方面, 自恋型领导自

视甚高, 总是以理想化的状态要求员工, 这种高

要求无形给员工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压力。其次, 

自恋型领导容易归因他人, 对下属犯的错误表现

出较为严苛的态度, 这种不良的工作环境, 更容

易导致员工工作紧张、充满压力。另外由于自恋

型领导对下属需求的不重视, 导致下属缺乏资源

支持, 当员工面临工作困难时, 他们所拥有的资

源无法应对, 从而产生工作压力。(5)自恋型领导

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至少其可以推动员工创新, 

这一研究发现也支持了 Kraft (2022)的研究结果。

由于投资可以给自恋型领导带来巨大的财富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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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 自恋型领导乐于投资并对投资有着自己

独到的见解(廖建桥 等, 2016), 这归功于他的冒

险精神和对企业的前瞻性规划。自恋型领导不仅

追逐其自身的优越感 , 同时为了凸显自身实力 , 

也带领企业获得优越感。因此, 技术创新投资这

种高收益、能够抓住企业领先机会的投资更是获

得自恋型领导的青睐, 也随之让其对员工的创新

给予期待和重视。 

自恋型领导较容易伤害下属的知识共享行为, 

导致他们产生组织犬儒主义, 但对下属创新具有

突出的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行为是知识所有者的

自愿行为, 但自恋型领导对于资源的掠夺, 使得

员工无法获得相应资源回报与补充, 从而降低其

知识共享意愿, 再加上自恋型领导者对下属需求

的漠视以及一系列打压和欺骗行为, 更会引发员

工消极、失望等组织犬儒主义情绪, 严重影响员

工工作积极性。但另一方面, 自恋型领导对于创

新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该发现进一步补充和丰

富了林新奇等人(2022)关于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

关系的研究, 发现在诸多领导风格(交易型领导、

伦理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授权型

领导等)中, 自恋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的促进作用

较为突出。首先从资源的角度, 自恋主义的领导

者可以通过与那些提供资源的追随者建立关系来

寻求获得宝贵的资源(Norouzinik et al., 2022)。对

于自恋型领导来说, 创新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其

意味着机会的把握。自恋型领导能够通过自身较

强的社会交往技巧和自我宣传去结识和吸引众多

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是自恋型领导披荆斩棘的利

刃, 使得自身企业脱颖而出, 因此他重视下属的

创新。自恋型领导不仅善于吸引人才, 还能够在

获得人才后激发其创新潜能, 也乐于为下属提供

充足的创新资源。由于自恋型领导的魅力特质 , 

使其受到诸多关注, 另外自恋型领导也乐于向上

级表现自己, 争取上级的赏识, 使其能够获得更

多关注、支持与资源, 因此能够整合自身充足的

资源为下属提供发展机会、营造较好的工作和创

新环境。即自恋型领导能够通过自身的魅力吸引

创新人才并且能够给予下属良好的创新环境。此

外, 员工创新行为作为自发行为, 由于其高挑战

性及高风险性对员工知识储备具有较高要求, 领

导者为员工所提供的信心和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王辉, 常阳, 2017)。自恋的领导者通过一种与下

属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共鸣的魅力信息, 激励并推

动下属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功。自恋型领导能够以

自身魅力感召员工, 其在创新投资方面的偏执性

与下属创新具有高匹配性, 也正是因为这种坚定

给予了下属信心。最后, 自恋型领导以其高超的

谈判技巧和关注焦点聚集能力, 通过增强员工的

坚定与信心, 激发员工面对挑战时的勇气, 让下

属相信自己能够走向成功。这种心理资源的传递

能够使下属产生对自恋型领导的崇拜以及认同感, 

从而愿意追随领导去探索创新, 同时激发了员工

的创新意愿, 创新意愿的提升也促进了创新(王辉, 

常阳, 2017)。 

5.2  自恋型领导与下属效能关系的边界条件 

自恋型领导何时祸福相依？本研究发现, 行

业类型、组织属性、员工类别、员工学历及测量

工具能够显著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结果之

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1)相比于服务业, 自恋型领

导在制造业中的负面影响更强。这是因为制造业

是一种比较稳定、重复性较强的行业类型, 员工

自主权较低 , 工作强度高 , 工作环境较差 , 在这

种循规蹈矩、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 员工本就疲

惫和脆弱, 所以自恋型领导的利己主义、抑制他

人等负面特质会给该行业员工带来更大的伤害。

而服务业员工的自主权较高, 工作环境较好, 也

常与人打交道, 工作具备灵活性, 员工更懂得变

通, 对于自恋型领导带来的伤害相对来说更易接

受。同时这一结论也证实了行业特征会影响领导

行为与结果变量的关系(Lyubykh et al., 2022; 张

建平 等, 2021)。(2)相比于非营利性组织, 自恋型

领导在营利性组织中对下属工作效能具有更强的

破坏性。这是因为营利性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 , 

且该类型组织中员工的收入相对不稳定, 工作也

无法完全保障 , 自恋型领导产生的破坏性行为 , 

会伤害企业甚至影响企业营利, 收益的减少直接

影响到员工的处境。而非营利性组织不以营利为

目的, 员工工作也相对较稳定, 组织承受能力也

较强, 所以自恋型领导对于营利性组织存在更大

的伤害。另外, 非营利性组织的员工流动性较差, 

对组织和领导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在营利性

组织, 员工对组织和领导的依赖性没那么强, 面

对自恋型领导的施压, 会产生“此处不留爷, 自有

留爷处”的心理。(3)相比于知识型员工, 自恋型领

导对于非知识型员工的伤害更大。首先, 知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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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相对更强, 在受

到自恋型领导的不公平对待时, 能够很好地调节

自身情绪, 以实力证明自己。其次, 知识型员工具

有更强的资源管理能力, 并且其工作成果不易被

剥夺, 使得其在面临自恋型领导做出的资源阻碍

性与掠夺性行为时采取规避手段, 以适当的方式

为自己维权。最后, 根据 COR 理论, 拥有更多资

源的员工在抵抗资源掠夺时的承受能力也更强

(杜佳婧, 李敏, 2018)。知识型员工受过高等教育, 

拥有较多的信息、人脉等资源, 在受到自恋型领

导的不良管理时对工作有更多选择与退路, 因此

对不良管理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自恋型领导对

于非知识型员工的伤害更大。(4)相比于高学历员

工, 自恋型领导对于低学历员工的伤害更大。学

历越高代表其受教育程度越高, 知识量越大, 自

身具备的资源相对更多, 基于 COR 理论, 资源更

多的个体保护自身资源以及资源管理的能力会更

强, 更有利于应对自恋型领导的伤害。此外, 这一

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员工类别的调节作用, 因为高

学历员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型员工, 而低

学历员工与非知识型员工部分吻合, 所以这一研

究发现可以前后呼应 , 相互佐证。 (5)相比于

NPI-16 量表, 使用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

测量自恋型领导时其负面影响更强。因为 NPI-16

量表是采用领导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其自恋水平, 

而往往因为社会称许性等问题会导致领导在自评

时不会真实报告相关数据。而 Hochwarter 和

Thompson 量表是采用下属评价领导的方式测量

领导自恋水平, 这种他评方式更具客观性和准确

性。(6)文化背景之所以不能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

属工作效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为: 首先, 自恋

型领导作为一种新领域的领导力研究, 西方起步

更早, 理论基础更为完善, 而中国对自恋型领导

概念的界定和测量多以西方研究为基础, 因此存

在高度的相似性。其次, 本次用于数据分析的文

献大多数从人格特质出发, 测量也是从人格特质

角度出发, 缺少对周边环境影响力的分析。最后, 

随着改革开放, 东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 个

人主义色彩也更为国内所接受, 人们也对张扬且

有实力的人更具有包容度, 对自恋型领导的接受

度也随之提升。 

员工性别和年龄对于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

效能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突破了既有

的常规认知, 因为一般来说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别

都会影响个体认知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 并且已

有相关研究证明在自恋型领导者当中存在性别差

异(Kraft, 2022), 但本研究表明员工性别和年龄不

能调节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效能之间的关系。

究其原因, 首先在性别方面, 可能是由于长久以

来的刻板印象, 让人感觉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压力

或冲突情境时会有明显不同的应对方式, 但实际

上随着社会发展 , 男性和女性的差异逐渐缩小 , 

女性在应对压力或损害时也慢慢开始学会反击 , 

而不是一味的逃避, 尤其是新时代女性, 她们的

能力已经胜过很多男性。而男性也不再是刻板印

象中做事冲动的代表, 遇到事情也会深思熟虑做

出正确选择。所以在面对自恋型领导的利己主义、

损害和抑制行为时, 男性和女性员工会同样表现

出消极的工作反馈, 二者并无显著差异, 该发现

也丰富了性别这一人口统计学变量在自恋型领导

研究中的作用。其次在年龄方面, 虽然随着年龄

增长, 员工在组织内对工作的态度、投入程度以

及行为可能存在差异, 但年轻员工和年长员工同

样是企业员工, 二者的差异最多体现在工作经验

和工作时间方面, 但这些在应对自恋型领导的危

害方面影响甚微, 自恋型领导是典型的破坏型领

导风格, 其极致的利己主义、欺骗和抑制行为对

于员工都会带来伤害, 但不管年长与否, 员工终

究还是会维护自身的资源和利益, 所以对于自恋

型领导与下属效能之间的关系, 员工年龄并不会

成为显著的调节因素。 

5.3  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的中介机制 

自恋型领导如何祸福相依？研究发现自恋型

领导的双面效应分别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和创新

自我效能感稳定地实现, 其通过影响员工心理安

全感发挥负面效应, 即负向影响下属工作态度、

行为和绩效, 通过影响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发挥

正面效应, 即促进创新。一方面, 个体在组织中追

求稳定和安全的心理状态, 以维护其心理资源的

平衡。自恋型领导打压和欺骗他人以及极致的利

己主义会深深伤害下属, 同时会损害和掠夺下属

资源, 这些都可能导致工作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

稳定性, 降低员工对于外部环境的积极认知, 从

而损害其心理安全感。基于 COR 理论, 个体自身

资源损失时, 会激发资源防御行为, 所以当员工

感知到心理资源受损时, 会触发保护机制, 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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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防御性并倾向于避免风险, 会将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保护自己的心理资源上, 而不是投

入到工作中(Halbesleben & Bowler, 2007), 从而降

低工作投入和工作意愿, 产生消极工作行为, 最

终影响工作效能。所以自恋型领导通过损害员工

心理安全感产生负面效应。但另一方面, 在关于

自恋型领导的研究中十分注重研究其与创新的关

系, 且在多数研究之中, 自恋型领导都是通过创

新自我效能感促进创新(张海涛 等, 2021), 因为

创新的信心对于创新十分重要, 而自恋型领导的

魅力特质, 以及自信、冒险精神等都是创新所需

具备的品质, 自恋型领导的这些特质能够激励下

属并增强其心理资源及创新信心, 即创新自我效

能感, 进而促进下属创新, 所以自恋型领导能够

通过促进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产生正面效应。 

6  研究贡献、局限与展望 

6.1  理论贡献 

(1)本研究较为全面、系统地阐明自恋型领导

的双面效应, 以及对下属五大类效能产生的具体

影响, 得出具有较高信度、效度的阶段性结论。

鉴于现有的研究并未形成对于自恋型领导与下属

工作效能关系的全面归纳和一致结论, 且缺少相

关的元分析研究。因此, 本研究在对 73 个实证研

究进行总结和元分析的基础上, 整合了诸多研究

样本, 系统归纳出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效能的

关系, 进一步证实了自恋型领导的双面效应, 丰

富了自恋型领导的研究内容, 为企业中自恋型领

导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 本研究也

表明自恋型领导与下属五大类效能的关系强度具

有差异性。对比分析了自恋型领导对下属工作态

度、职场行为、工作绩效、工作压力以及创新这

五类结果变量及具体指标影响作用的强弱程度 , 

得出“自恋型领导对下属创新具有突出的促进作

用”的结论。在具体指标中, 得出“自恋型领导对下

属的组织犬儒主义和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最大 , 

一方面促进下属的组织犬儒主义, 另一方面抑制

下属的知识共享行为”的结论 , 以上这些阶段性

结论系统回答了“自恋型领导是否真的祸福相依”的

问题, 印证了自恋型领导祸福相依的复杂性, 并且

有针对性的对管理实践提供建议和“简练规则”。 

(2)较为完备地阐述了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作

效能关系的边界机理, 证实了当条件限制在不同

行业、组织、员工以及测量工具时, 自恋型领导

对下属工作效能影响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引入

文化背景、行业类型、组织属性、员工类别、测

量工具以及员工年龄、性别和学历这 8 个调节因

素, 从宏观、中观、微观情境以及人口统计学特

征等方面, 全方位地探究了自恋型领导与下属工

作效能的边界条件 , 系统回答了“自恋型领导何

时祸福相依”的问题, 获得“自恋型领导对于制造

业企业非知识型的低学历员工的危害尤为突出 , 

但文化背景、员工年龄和性别不能影响自恋型领

导效能”的结论, 推进和整合了既有的研究。 

(3)研究揭示了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形成的过

程“黑箱”。本研究发现自恋型领导通过员工心理

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产生双面效应且过程稳

定, 即通过抑制员工心理安全感负向影响下属的

工作态度、职场行为和工作绩效, 通过促进员工

创新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下属创新, 该发现回答

了“自恋型领导如何祸福相依”的问题。 

6.2  管理启示 

(1)企业管理中企业领导者要辩证看待自恋型

领导, 需要对其进行良性引导, 趋利避害。本研究

表明自恋型领导具有双面效应, 即其具有一系列

负面效应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创新, 所以在管理实

践中要合理运用自恋型领导。研究表明, 考虑到

相关的自信、外向性和社交能力, 健康水平的自

恋是富有成效的(Thomas & Velthouse, 1990), 因

此需要对领导自恋的水平进行监测和干预。领导

对于自我认知所持有的偏差越大, 其自恋程度越

大,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自恋型领导与外界个体进

行深入沟通, 从而帮助其对于自我与他人形成正

确的认知, 降低其自恋程度。而在组织管理者选

拔时, 需要对自恋人格特质水平进行专业性的测

试, 过度自恋的候选人不宜通过, 避免其处于领

导位进行不良的管理, 给组织造成伤害。 

(2)在企业管理中, 要防止自恋型领导对于下

属知识共享行为的伤害, 避免其产生组织犬儒主

义甚至离职倾向, 同时要充分发挥自恋型领导对

于创新的促进作用。重点关注自恋型领导对下属

知识共享行为的负面影响, 同时要关心下属的情

绪和状态, 避免其导致下属产生消极情绪及离职

倾向。创新是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曾

之光 等, 2022), 组织内部不应该一味排斥自恋者, 

适当地为其创造发挥积极作用的平台, 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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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魅力特质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企业管理者建

立一个创新氛围浓厚的软环境可以有效激发员工

创新行为(Leete, 2000)。自恋型领导者可以为下属

提供更多资源和营造创新环境以促进创新, 环境

的改善带来了积极的情绪氛围, 情绪感染使员工

产生或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 (Henninger et al., 

2010)。对于一些具有研发等任务复杂性的工作岗

位、团队、组织, 可以适当引进自恋型领导, 从而

激发下属的创新信心和热情, 带来“引进一人, 激

活一片”的鲶鱼效应。 

(3)领导者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运用自恋

型领导, 即避免在制造业企业非知识型的低学历

员工身上采用自恋型领导。本研究表明, 自恋型

领导对于制造企业、非营利性组织、非知识型员

工以及低学历员工的负面影响更强, 所以对于制

造业企业非知识型的低学历员工, 尤其不适用采

取自恋型的领导风格去管理, 要避免此类型领导

风格的危害。 

(4)在自恋型领导的企业管理中, 要提升员工

心理安全感水平以及有效激发创新自我效能感。

自恋型领导是通过伤害员工心理安全感来产生负

面效应, 所以在企业管理中要增强员工的心理安

全感, 提升其心理资源, 对自恋型领导的负面影

响进行削弱。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组织管理

者要尽最大可能提供给员工良好的心理体验环境, 

比如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反

馈机制以及关注员工福祉等, 让员工能感知到积

极的外界环境, 确保员工的心理安全感。二是企

业要加强心理健康支持服务, 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和辅导服务, 帮助员工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进而提升员工心理安全感。

另外, 在自恋型的领导方式之下, 要注重员工自

我效能感的培养, 尤其是创新自我效能感, 因为

这是员工创新的来源, 增强员工的自信心, 也是

对于员工心理资源的补充, 所以要利用自恋型领

导培育和激发员工的创新心理, 如建立科学的容

错机制和宽松的创新氛围, 加强知识技能培训和

创新激励, 增强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员工创

新自我效能感的水平能够决定自恋型领导正面效

应的发挥, 同时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自恋型领导的负面效应。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 有待进一步完善 : 

(1)由于自恋型领导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实证研

究的数量相对不够充足, 只能局限于一些实证研

究数量相对较多的下属效能进行研究, 不能比较

全面地解释其对下属工作效能的影响。未来可以

收集更多的实证研究, 更加全面的分析自恋型领

导对于下属工作效能的影响。(2)本研究中自恋型

领导与心理安全感、创新自我效能感、创新等变

量之间的效应值数量较少, 其结论稳健性偏低。

待未来相关研究数据更充足时可进一步分析和检

验。(3)关于自恋型领导前因变量的研究多为综述

文献, 缺乏充足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未能对

其触发因素进行研究。未来的元分析研究可以从

自恋型领导的触发因素(如个人特质和环境推动

等)出发, 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链条。(4)当前对于

自恋型领导的研究大多都与谦卑型领导共同讨论, 

两种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本研究并未与其对

比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这一视角进一步充

实和完善。(5)自恋型领导具有促进创新的正面效

应, 在促进创新之后也可能存在促进绩效的可能

性。但本研究是基于横截面的视角, 将创新和工

作绩效共同作为结果变量, 并未探讨自恋型领导

在促进下属创新后对于绩效的后续效应, 未来研

究可以针对此问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6)本研究

选取心理安全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两个变量探

讨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产生的中介机制, 从心理

资源层面的不同视角探究了自恋型领导双面效应

的过程机理, 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机制。关

于其他的过程机制(如领导成员关系、组织认同等)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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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e-fortune interdependence: A meta-analysis of the two-sided effect  
of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on subordinates’ work efficiency 

SU Tao, ZENG Haowen, ZHONG Xiaolin, MA Wencong, CHEN Xiude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roversial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 meta-analysis of 73 independent empirical 

studies in 67 articles to explore and verify whether, when, and how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is ‘Woe-fortune 

interdepend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Although the overall effect of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is 

negative, it has a two-sided effect, that is, the leadership style will increase subordinates’ pressure and 

inhibit their work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but it will promote their innovation. (2) Industry 

type,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employee category, employee education and measurement tools have 

moderating effects. That is,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is more harmful to manufacturing industry (vs.service 

industry),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vs.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on-knowledge workers (vs.knowledge 

workers) and low-educated employees, and the use of Hochwarter and Thompson scale (vs.NPI-16 scale) to 

measure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leads to stronger negative impact. (3) The two-sided effects of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are stably realized through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afety (negative effect)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positive effect).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basis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Keywords: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meta-analysis,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innovation,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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